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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 

及公路可达性研究 

杨友宝 邓巧
1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基于“红色村落”概念内涵界定，以湖南省262 个乡村红色旅游景区(点)为数据样本，综合运用数

理建模和 GIS 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刻画了全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省红色村落

呈集聚型分布状态，不同空间板块或行政单元红色村落分布非均衡性特征突出，集聚强度具有随尺度距离增加而不

断弱化的“空间衰减”规律；(2)红色村落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分布格局，全省存在三大高密度集聚区以及多

个红色村落跨界连绵集群组团，长征沿线、湘鄂赣及湘粤赣边区等形成多个“中低密度”集聚片区；(3)红色村落通

行时间平均值为 221.58min,标准差为 42.75,可达性整体状况不理想，且内部差异显著，可达性水平稳健性欠佳，

不同可达时段内红色村落数理分布近似于呈“金字塔”状结构；(4)红色村落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结

构特征，省际边缘区形成多个交通可达性低谷，与其核密度格局存在“空间错位性”,且具有沿交通干线分布的指

向特征。最后，提出了优化红色村落可达性格局、驱动交通区位重构和推进红色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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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传承演变的历史产物，是人们基于传统农业生产与生活需要，与自然环境长期和谐共生而形成的

聚居模式。基于学术界对红色旅游的理论内涵解析[1,2],本研究认为，红色村落作为我国传统村落的特殊形式与构成类型，它是指

依托一定的乡村聚落空间，以红色文化基因为基本信息单元，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

纪念地、标志物及其所孕育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客观遗存，兼具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

族精神和彰显文化自信等多元功能价值的地域空间有机体。红色村落作为乡村空间系统的表现类型，与乡村红色旅游景区(点)

在地理空间尺度、生存发育条件、基本功能特性等方面存在一定不同，其中，乡村红色旅游景区(点)是红色村落发育的资源要素

与前提条件，是表征红色文化基因信息的客观实体与凝聚核心，也是红色村落开发的空间缩影与点状支撑；红色村落是乡村红色

旅游景区(点)赖以生存的宏观地域空间，为红色旅游景区(点)规模开发及其旅游价值实现提供了土地空间、自然基底、社会环境

等基本载体，也是孕育红色历史文化、传承红色文化精神和保护红色文化遗产的重要空间基石。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就红色旅游开发、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红色革命老区脱贫等做出指示，并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重大政治经济战略决策的

组成部分，红色村落作为红色旅游开发的空间载体，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课堂，也是关系我国实现稳定长效脱贫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场，肩负着红色文化传承、革命传统教育、革命老区脱贫以及新时代乡村振兴等多重使命，是一项具有重要

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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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关于红色村落的研究成果较为鲜见，众多学者以红色旅游资源、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红色旅游产品等为研究对

象，基于全国、省域、市域、城市群等不同空间尺度，侧重于对红色旅游资源构成要素[3,4]与分类体系[5,6]、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

布结构
[7,8,9,10]

、红色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11,12]

等展开探究，研究方法多以传统定性描述、质性分析、数理统计等为主，成果较为丰

硕。可达性作为表征空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指标，其概念最早由Hansen提出[13],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人文-经济地理研究领域，西方

学者关于可达性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同尺度下交通系统建设与区域可达性关系[14,15,16]、可达性影响因素[17]、引力模型理论与实证[18,19]

等；国内关于可达性研究起步较晚，多基于全国、省域、城市群等宏观地理尺度，通过引入时间成本分析法、栅格距离成本法、

成本距离加权分析法等，对不同交通载体影响下的区域可达性展开定量评价[20,21,22],同时，亦有部分学者将可达性引入旅游地理

研究领域，研究内容涉及交通体系建设对旅游地可达性的影响[23,24]、基于不同交通方式的区域旅游可达性评价[25,26,27]、交通可达

性与旅游经济的关联性[28,29]等。 

综合来看，学术界对红色旅游及可达性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但对于红色村落这一特殊空间尺度及功能特性的旅游地尚未

引起足够关注，缺失对红色村落的概念内涵认识，且已有研究多停留于对红色旅游景区空间格局的刻画，或对红色旅游目的地可

达性进行定量测算，两者呈单向割裂研究状态，而将红色村落空间分布与可达性格局双向融合的研究仍较为欠缺，将可达性方法

应用于红色村落空间结构的研究尚需持续深化。红色村落作为我国“老、少、边、穷”地域的重要组织单元，由于自然地理条件

的阻滞性和经济区位的封闭边缘性，长期处于区域交通体系的“神经末梢”,交通通达性不佳成为制约区域旅游开发和社会经济

发展进程的“重大瓶颈”。由此，以红色村落为研究对象，对其开展可达性研究具有较强的地域代表性，对于提升红色革命老区

对外连通性、驱动区域交通区位重构和响应国家交通扶贫战略以及深化旅游地理、交通地理和乡村地理的交叉研究等具有重要

意义。鉴于上述考虑，本文以我国重要的红色革命圣地——湖南省为案例地，基于红色村落概念界定，利用 ArcGIS空间可视化

技术和可达性分析模型，在对全省红色村落分布格局进行空间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可达性特征，进而提出对策建议，通

过聚焦研究红色村落这一旅游地域空间的交通可达性，进一步拓宽红色旅游与可达性研究的内容范畴及适用领域，并为区域红

色旅游产品开发、红色旅游线路构建、红色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推动红色村落开发与交通体系建设交互协同、实现红色革命老

区稳定长效脱贫等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域、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和发源地之一，被誉为“革命摇篮、伟人故里”,作为革命领袖诞生地与革命火种点燃地，省

内拥有丰富的革命文物史迹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禀赋优势突出，红色旅游开发条件得天独厚。截止

到 2020 年，全省共有红色旅游景区(点)310处，其中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28处，省级重点红色旅游景区(点)81处，国家

A级红色旅游景区(点)57 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9处。作为全国红色旅游资源分布大省，红色旅游目前已成为湖南省

旅游业开发的特色板块与重要增长点，2019 年，全省红色旅游景区(点)接待旅游人次高达 1.4亿之多，实现红色旅游总收入1300

多亿元，分别约占全省旅游业的 16.84%和 13.32%,带动直接就业 25 万人，间接就业 80 万人。由此，作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红

色旅游目的地，其发展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选择该区域作为研究红色旅游相关问题的案例地，已成为学术界的广泛共识。 

1.2 研究方法 

1.2.1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是用来表示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指标，广泛应用于点要素的空间结构分析[30]。本研究将红色

村落作为点状要素，利用最邻近指数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测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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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表示最邻近指数；ri为实际最邻近距离；rE为理论最邻近距离；n 为点状要素个数；A 为区域总面积。若 R=1,表示

红色村落在空间上趋于随机分布；R>1,表示红色村落在空间上趋于均匀分布；R<1,表明红色村落在空间上趋于集聚分布。 

1.2.2 Ripley’sK 函数 

Ripley’sK 函数是点格局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它不仅可以反映点格局在整个空间范围内的变化特征，而且可以按不同的

空间尺度判断点要素分布格局，适合多尺度的空间格局分析。计算公式为[31]: 

 

式中：A为研究区域面积，n为点要素个数，d为距离尺度，dij是点要素i与 j之间的距离，dij(d)=1(dij≤d)或 dij(d)=0(dij>d)。

为了使期望值线性化并保持方差稳定，Besag
[32]
重新标准化方程构造了 L(d)函数，公式为： 

 

式中：在样点完全空间随机分布的假设下，L(d)的期望值为 0,若 L(d)>0 表示点要素具有空间集聚分布的趋势；L(d)<0 表

示点要素具有离散分布的趋势；L(d)=0 表示点要素呈完全随机分布。L(d)函数的显著性可以通过蒙特卡罗法(Monte-Carlo)检验，

并得到 L(d)函数的置信区间上限与下限，即上、下包迹线。如果 L(d)观测值大于上包迹线，表明点状要素呈集聚分布；L(d)观

测值位于上下包迹线之间，则表示点状要素呈随机分布；L(d)观测值小于下包迹线，则表示点状要素呈离散分布。观测值 L(d)

与预期值之差 DiffK 的第一个有效峰值为点要素的最大集聚强度，d值则为该最大集聚强度下所对应的尺度距离。 

1.2.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法能够直观反映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分散或集聚特征，是表示点要素分布稀疏程度的重要指标[33]。本文采

用核密度估计法对红色村落集聚格局进行刻画，计算公式为： 

 

式中：f(x)为核密度估计值； 为核函数；n为点状要素个数；h(h>0)为带宽；(x-xi)为估计值点到核心点xi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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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值。 

1.2.4 平均通行时间 

可达性是指利用特定交通方式从某一区位到达目的地区位的便捷程度[34,35]。本文根据研究目的，以某红色村落节点到其他各

村落节点的平均通行时间来衡量该村落的交通可达性，计算公式为[36]: 

 

式中：i、j 代表红色村落；Tij为红色村落 i 通过交通网络到红色村落 j 的最短通行时间；n 为除红色村落 i 本身的村落个

数；Ai为红色村落 i的平均通行时间，其中，Ai值越小，表示红色村落 i的交通可达性越好，即该村落到达网络中其他村落的便

捷程度越高，反之则越差。 

1.2.5 可达性系数 

为了使计算出的平均通行时间在各红色村落之间具有可比性，进一步采用可达性系数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以便更好地反

映各村落节点可达性水平的差异状况。可达性系数为某红色村落平均通行时间与网络内所有村落平均通行时间平均值的比值，

计算公式为[37]: 

 

式中：A′
i为红色村落 i的可达性系数；Ai为红色村落 i的平均通行时间；n为红色村落个数。其中，A′

i值越小，表示红色

村落 i可达性越好，反之越差；Ai
′<1,表明该红色村落可达性优于区域内平均水平；Ai

′>1,表明该红色村落可达性低于区域内平

均水平。 

1.3 数据来源 

基于对红色村落与乡村红色旅游景区(点)的关系分析，本研究将重点选取位于广大乡村腹地或城乡过渡地带的红色旅游景

区(点)对红色村落进行近似“点状”抽象表达，基础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湖南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2016-

2020)》,该规划文件共公布了湖南省 310 处主要红色旅游景区(点),通过使用百度坐标拾取系统获得每个红色旅游景区(点)的经

纬度坐标，进而运用 Geosharp 软件进行坐标转换及纠偏处理，以此建立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点)POI 地理数据库，进一步借助

ArcGIS 软件平台的坐标导入与缓冲区分析工具，过滤剔除位于城市建成区的相关景区(点),最后保留 262 处乡村红色旅游景区

(点),上述红色旅游景区(点)所依存的宏观地理空间在地理区位、社会构成、经济基础、景观风貌等方面具有典型的乡村地域特

性，以此作为红色村落研究的有效原始数据(图 1)。 

公路交通数据来源于最新版《中国高速公路及城乡公路网里程地图集》,运用矢量化方法，重点提取高速公路、国道、省道、

县道四个等级公路体系，并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2003)》及相关学者[38]的研究成果，对不同等级公路

体系进行速度设定，将高速、国道、省道、县道的速度分别设为 120、80、60、40km/h,最后运用ArcGIS 软件平台，测算得到每

段不同等级公路的通行时间，并赋值于公路交通网络体系，建立以公路交通和红色村落为基本骨架的网络分析矢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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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湖南省公路交通网络与红色村落分布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 

2.1.1 空间分布模式 

通过运用公式(1)与(2),基于 ArcGIS 平台“平均最邻近分析”工具，并参考相关研究对于湖南省旅游空间板块的划分[39,40],

分别得到长株潭、环洞庭、大湘西、大湘南以及全省红色村落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理论最邻近距离、最邻近指数等(表 1),

以判识湖南省红色村落的空间分布模式。表 1 显示，湖南省各不同空间板块红色村落最邻近指数均小于 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红色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型特征，然而，不同空间板块红色村落集聚强度差异鲜明，最邻近指数最低的是大湘西地

区，区域红色村落分布数量最多，邻近发育特征突出，形成湖南省红色村落分布的重要集聚单元，最邻近指数最高的是大湘南地

区，该区域地域空间面积广阔，红色村落绝对数量优势不突出，整体分布相对均衡分散，“空间疏离”特性较为显著。综合来看，

五大空间单元集聚强度呈现“大湘西>长株潭>湖南省>环洞庭>大湘南”的位序格局，湖南省最邻近指数是五大空间单元的中位

数，表明全省红色村落空间集聚是各子单元“相对集聚与分散”共同作用的结果，红色村落局部分布状态是影响全省空间分布

类型的重要源泉。 

为了进一步验证湖南省红色村落分布的空间集聚模式，按市(州)尺度对红色村落进行数理统计，并借助洛伦茨曲线检验空

间分布的非均衡程度。具体地，将湖南省 262 处红色村落在各市(州)的分布数量和所占比重予以统计，并按照由小到大进行排

序，逐次计算累计百分比。其中，横坐标(x)表示各市(州)位次排序，纵坐标(y)为累计百分比，将整个坐标区域绘制成矩形，矩

形对角线为红色村落呈均匀分布时的理想状态，各市(州)红色村落累计百分比连结成的曲线则为全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的洛伦

茨曲线。图 2显示，洛伦茨曲线位于均匀分布线的右下方，并呈明显的下凹走势，表明全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具有集群特征，进

而印证了前文研究结论，通过原始数据来看，不同行政单元红色村落分布数量及比重对比悬殊，其中，郴州、邵阳、湘西、长沙、

永州、怀化、娄底等市(州)是红色村落分布的重点区域，上述全省 50%行政辖区占据红色村落总量的 72.9%,而株洲、常德、益

阳、张家界等市(州)所占比重仅为 9.93%,红色村落分布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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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模式及区际差异 

区域 
实际最邻近 

距离(km) 

理论最邻近 

距离(km) 
最邻近指数 Z得分 P值 空间分布类型 

长株潭 9.0762 16.2078 0.5600 -5.9517 0.000000 集聚型 

环洞庭 11.1708 18.1347 0.6160 -3.7459 0.000180 集聚型 

大湘西 7.9541 15.5185 0.5126 -9.8247 0.000000 集聚型 

大湘南 11.2130 14.9364 0.7507 -4.1300 0.000036 集聚型 

湖南省 8.9773 15.2643 0.5881 -12.7540 0.000000 集聚型 

 

 

图 2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洛伦茨曲线 

由于最邻近指数与洛伦茨曲线对于识别点要素集聚格局的尺度特征存在缺陷，进一步借助 Crimestat3.3软件的Ripley’sK

函数分析工具，并通过蒙特卡罗法模拟检验，得到湖南省红色村落多尺度集聚格局特征。图 3 显示，红色村落 L(d)曲线位于上

包迹线上方，再次印证呈集聚分布模式，但随着距离增加，L(d)曲线渐近于上包迹线并趋于吻合，表明全省红色村落分布具有随

尺度距离增加而集聚强度不断弱化的“空间衰减”特性，从 DiffK 曲线的峰值来看，在 13.22km 尺度距离下，红色村落集聚强

度达到最高，由此说明湖南省红色村落具有典型的“小尺度”集聚特征，村落集群与邻近发育特征突出，这对于推进红色村落连

片开发与保护、打造红色旅游空间共生体等具有重要意义。 

2.1.2 空间结构形态 

为了更直观揭示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通过运用公式(5),并借助 ArcGIS平台“核密度分析”工具，对红色村落空

间分布的结构形态进行地图可视化表达，同时运用自然断裂法将核密度划分为 6个等级，以刻画核密度分布的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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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 Ripley’sK分析 

图 4显示，湖南省红色村落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局部集聚特征鲜明，红色村落分布盲区与集聚群落相互交错，整

体上呈“大分散、小集聚”格局特征。其中，红色村落高密度分布区域主要位于以永顺-龙山-桑植为核心的湘西北革命老区、以

韶山为核心的伟人故里“红三角”旅游区和以洞口为核心的雪峰山抗战遗址群分布区，三大红色村落集聚区呈现显著的“圈层

状”结构，核密度由中心向外围区域逐级递减；同时，在长沙县-汨罗、浏阳-平江、新化-隆回、城步-通道、新田-桂阳-嘉禾、

湘乡-双峰-湘潭县-衡山县-衡阳县等跨行政区交界区域，形成多个具有连绵集群发育特征的“中低密度”红色村落空间组团，

组团呈面状铺展延伸，实现了跨行政区空间衔接，村落分布相对较为稀疏分散，缺乏明显的集聚核心，核密度分布呈现为较强的

空间均质性；此外，长征沿线、湘鄂赣、湘粤赣边区等分布有多个红色村落“中低密度”集聚片区，片区之间相对孤立，彼此呈

东西或南北方向“跳跃式”延伸态势，较具代表性的包括以平江、浏阳等为节点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以茶陵、炎陵、桂东、汝

城、宜章等为节点的罗霄山脉革命老区以及以江华、道县、城步、通道等为节点的长征沿线红色村落分布区等。 

 

图 4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核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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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公路交通的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可达性 

2.2.1 空间可达性数理特征 

通过借助 ArcGIS 平台“网络分析”工具，得到湖南省各红色村落之间的通行时间成本矩阵，进而运用公式(6)与(7),计算

得到每个红色村落的平均通行时间 Ai及可达性系数 A′
i。结果显示，全省262 个红色村落的平均通行时间介于158.14～354.89min

之间，平均值为 221.58min,标准差为 42.75,综合表明红色村落平均可达时间成本偏高，整体可达性不理想，且各村落平均通行

时间值存在较强的波动性，其中，通行时间最短的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雷锋纪念馆驻地，为 158.14min,最长位于永州江华县李启

汉故居驻地，为 354.89min,后者是前者的 2.24 倍之多，极差值高达 196.75min,充分说明湖南省红色村落可达性内部差异突出，

不同村落之间通行时间成本存在较大差距，可达性水平稳健性较差。 

为了进一步探析红色村落可达性数理特征，以 30min 为时间间隔，将所有红色村落可达性划分为 150～180、180～210、210～

240、240～270、270～300、300～330、330～360min 等 7 个时间段，进而统计各时间段红色村落分布频数、频率和累积频率。

表 2 显示，不同可达时段内湖南省红色村落分布数理差异显著，其中，210～240min 是红色村落分布频数最多时段，频率高达

28.24%,说明接近3成红色村落可达时间介于3.5～4.0h,其次为150～180min时段，占比为23.28%,频数最小时段为330～360min,

占比仅为 0.76%。由累积频率来看，可达时间在 3h 以内的村落数量比重为 23.28%,在 4h 以内的累计比重为 71.76%,同时仍有

4.58%的红色村落可达时间在 5h 以上，表明红色村落可达性分布具有显著的数理分异性，不同可达时段红色村落分布数量及比

重对比鲜明，且近似于呈“金字塔”状结构，即随着红色村落通达时间增加，其数量比重逐渐降低，其中全省红色村落可达性广

泛分布于 2.5～4.0h,累计频率高达 7成左右。 

此外，从红色村落可达性系数来看，数值介于 0.714～1.602之间，极差高达 0.888,进一步反映各红色村落可达性水平的对

比悬殊性，其中，可达性高于全省平均值的红色村落有 121 个，占红色村落总量的 46.18%,低于全省平均值的红色村落数量为

141 个，占比约为 53.82%,由此，仍有半数以上红色村落可达性未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可达性“后进梯队”比重明显偏高，对全

省红色村落可达性水平整体提升起到明显阻滞效应，持续推进“交通先行”战略、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重构红色旅游地交

通区位等仍然任重道远。 

2.2.2 空间可达性分异格局 

基于各红色村落平均通行时间，运用 ArcGIS 平台“克里金(Kriging)”插值法，对湖南省 262 个红色村落可达性格局进行

空间插值模拟，以地图可视化方式刻画分析红色村落可达性空间分异状况。 

表 2湖南省红色村落可达性分布频数、频率及累积频率 

 
时间(min) 

150～180 180～210 210～240 240～270 270～300 300～330 330～360 

频数(个) 61 53 74 31 31 10 2 

分布频率(%) 23.28 20.23 28.24 11.83 11.83 3.82 0.76 

累积频率(%) 23.28 43.51 71.76 83.59 95.42 99.24 100 

 

图 5显示，湖南省红色村落可达性分布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平均通行时间由中心区向四周边缘区逐渐增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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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状”形态特征鲜明。其中，长株潭城市群以及娄底中南部、邵阳中东部、衡阳中北部、永州北部等跨界接壤地区是湖南省红色

村落高可达性分布地域，上述区域多位于环长株潭城市群及其辐射核心区，是湖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增长极，分布有长沙、株洲、

湘潭、衡阳、娄底等省内重要交通枢纽城市，京港澳高速、沪昆高速两大交通动脉呈“十字状”交汇贯通，人口规模与客流密度

大，不同等级公路交通网络体系发达，对外互联互通与交通周转能力强，进而成为全省红色村落可达性分布的“中心高地”;随

着辐射空间的扩大，红色村落可达性不断降低，平均通行时间呈“同心环”状梯度增加态势，可达性分布圈层逐步外推至外围边

界，并在省际边缘区形成多个红色村落可达性分布低谷，较为代表性的包括岳阳境内的湘赣鄂边区、郴州境内的湘南-粤北交界

地带、永州境内的湘南-桂东北交界地带、怀化与邵阳境内的大湘西-桂北交界地带以及湘西州-张家界-怀化的跨界邻接地带等，

上述区域多位于省际交界红色革命传统老区，部分区域是武陵山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组成部分，社会经济、空间区位、地形

地貌等人文与自然地理环境不佳，“老、少、边、穷”地域特征较为典型，区域性中心城市发育迟缓，偏离全省社会经济发展重

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对外连通能力较差，由此成为红色村落可达性分布的“边缘洼地”,同时，上述低谷区域也恰是红

色村落分布的重要热点区，由此表明全省红色村落分布与交通可达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错位性”,交通区位边缘与可进入性

差成为制约省际边缘区红色旅游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此外，湖南省红色村落可达性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并

主要沿 G4 京港澳高速(岳阳-长沙-郴州)、G55 二广高速(常德-邵阳-永州)、G60 沪昆高速(株洲-邵阳-怀化)、G65 包茂高速(吉

首-怀化-通道)、G72泉南高速(茶陵-衡阳-永州)、G76厦蓉高速(汝城-郴州-道县)、G5513 长张高速(长沙-益阳-常德)等交通干

线呈“网状”延展交织态势，上述干线串联众多省内中心城市，沿线经济社会基础好，城镇分布和人口密集，路网关联体系发

达，红色村落对外连通条件优越，为红色旅游线路构建与市场开拓以及旅游产业经济走廊的成长发育提供了重要的硬件支撑与

设施载体。 

 

图 5湖南省红色村落可达性空间分异格局 

3 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于红色旅游理论研究框架，通过界定“红色村落”概念内涵，运用数理建模和 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在对湖南省

红色村落分布格局进行空间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定量刻画了其公路可达性特征，以期对以红色革命老区为典型构成单元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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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边、穷”地域交通可达性问题进行尝试性探索，这对于推动红色文化基因传承保护、加快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开发、完善构建

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响应国家“老区脱贫”、“乡村振兴”及“交通强国”战略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全文研究结论如下： 

(1)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型特征，不同空间板块集聚强度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大湘西>长株潭>湖南省>

环洞庭>大湘南”的位序格局；各行政单元红色村落分布非均衡性特征突出，郴州、邵阳、湘西、长沙、永州、怀化、娄底等全

省 50%行政单元占红色村落分布总量的 72.9%;红色村落集聚强度具有随尺度距离增加而不断弱化的“空间衰减”规律，且在

13.22km 尺度距离下集聚强度达到峰值。 

(2)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格局特征，全省存在湘西北革命老区、伟人故里“红三角”旅游区、

雪峰山抗战遗址群三大高密度集聚区以及长沙县-汨罗、浏阳-平江、新化-隆回、城步-通道、新田-桂阳-嘉禾、湘乡-双峰-湘潭

县-衡山县-衡阳县等多个红色村落跨行政区连绵集群组团，并在长征沿线、湘鄂赣及湘粤赣边区等形成多个呈东西或南北方向

“跳跃式”延伸格局的红色村落“中低密度”集聚片区。 

(3)湖南省红色村落通行时间平均值为 221.58min,标准差为 42.75,红色村落整体可达性不理想，且内部差异突出，各村落

平均通行时间存在较强波动性，可达性水平稳健性欠佳；红色村落可达性分布数理分异特征显著，不同可达时段内红色村落分布

近似于呈“金字塔”状结构，平均可达时间广泛分布于 2.5～4.0h,累计频率高达 7 成左右；红色村落可达性系数介于 0.714～

1.602 之间，村落间可达性水平对比差异悬殊，“后进梯队”比重偏高，对全省整体可达性提升起到阻滞效应。 

(4)湖南省红色村落可达性分布具有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平均通行时间呈“圈层状”演替规律，长株潭城市群及娄

底中南部-邵阳中东部-衡阳中北部-永州北部等跨界接壤地区是红色村落高可达性分布地域，在省际边缘区形成多个红色村落交

通可达性低谷，并与核密度分布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错位性”;红色村落可达性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主要沿 G4 京港

澳高速、G55 二广高速、G60沪昆高速、G65 包茂高速、G72 泉南高速、G76 厦蓉高速、G5513 长张高速等交通干线呈网状延展交

织态势。 

3.2 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全省红色村落可达性格局，不断扩大释放交通基础设施红利，破解红色村落交通区位边

缘、平均通达时间成本偏高、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等障碍难题，以提升红色村落可进入性与对外通达能力为着力点，将红色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实现区域稳定长效脱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以新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为战略蓝图，持续加大交通设施建设力度，推动“交通基础设施规

划”“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脱贫攻坚规划”等战略规划体系的有机衔接，构建腹地空间纵深、节点布

局合理、结构体系完整的公路交通网络格局。要确保实现“村村通”公路互联互通与区域全覆盖，集中排查和打通“断头路”,

突破红色村落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完善跨行政交界区域路网体系，将加强区域内部及区域对外连通公路路网建设作为重构

红色村落交通区位和提升可达性水平的重中之重；重点加强湘西州、张家界、怀化、邵阳等连片贫困山区高等级公路投资建设力

度，加快推进桑植-龙山、新化-武冈、沅陵-辰溪等县(市)间高速公路连通进程，不断扩容提升京港澳、沪昆、长张高速等交通

动脉运载能力，构建集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乡道等多元等级体系的公路运输网络，并实现与铁路、航空、港口等交通

方式的无缝衔接，从根本上缩短红色村落通行时间成本。 

(2)以湘鄂赣、湘桂黔、湘赣粤、湘鄂渝黔等革命老区振兴开发为战略契机，充分发挥多省交界与文化地缘优势，以红色旅

游资源为要素条件，以红色村落为空间支点，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驱动载体，通过深化跨界旅游交流与合作，共同打造省际边

缘区红色旅游共生体与旅游合作示范区，引导红色旅游开发与老区社会经济发展共融互动，为革命老区脱贫提供产业支撑与空

间载体，合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要以文旅融合发展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挖掘传承长征沿线红色文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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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基因，通过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与精进道路建设技术，克服湘南、湘西革命老区山体、河流等自然天堑阻隔，实现红色旅游

资源富集与交通基础设施布局“空间匹配”,有效串联汝城、宜章、江华、江永、道县、城步、通道、芷江、永顺、龙山、桑植

等沿线重点红色旅游节点，并实现与省际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贵州段、广西段、重庆段、湖北段等)互联互通，打造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横跨湘南-湘西红色精品旅游线路与革命历史景观长廊。 

(3)强化省内红色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完善城镇旅游功能体系，优化区域红色旅游空间结构。结合红色旅游资源禀赋和城镇

社会经济基础，构建集“村级、镇级、县级、市级”为一体的四级旅游城镇等级结构体系，不断完善集散通道建设，提高不同节

点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运输效率；发挥长沙、湘潭、株洲、岳阳、衡阳、常德等作为省内中心城市和综合交通枢纽的功能角色，

通过建设连接中心城市与红色村落的旅游公路、开通红色旅游专列以及完善对外空中红色旅游走廊等，不断提升中心城市的辐

射带动能力；重点打造韶山、浏阳、长沙县、茶陵、炎陵、平江、桂东、汝城、永顺、龙山、桑植、洞口、宜章、通道、芷江、

江华等红色旅游市(县),推进宁乡花明楼、宁乡乌石、浏阳文家市、桂东沙田、永顺塔卧、龙山茨岩塘、桑植洪家关、汝城文明

乡等红色旅游小镇成长发育，使其成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以交通路网串联互通为基础，聚力推动湘西北革命老

区、伟人故里“红三角”旅游区、雪峰山抗战遗址群、湘鄂赣、湘桂黔、湘粤赣及长征沿线等革命老区红色村落“连带成片”发

展，打造区域性红色村落旅游交通环线、红色文化景观天然博物馆及红色旅游空间集群等，实现乡村脱贫致富与红色村落联动协

作同步发展。 

(4)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介体，通过将革命老区公路、铁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列入国家战略规划，加快推进革命

老区和红色村落对外开放步伐，积极对接经济带(区)、都市圈、城市群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培育区域性社会经济发展增长极，

湘鄂赣、湘鄂渝黔边区可重点融入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或成渝都市圈建设等，湘南地区、湘桂边区、湘赣粤边区可对接

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支持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全方位对外开放，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机协同，深化

红色文化国际输出与交流合作，讲好新时代中国“长征故事”,以深层次对外开放合作助推革命老区振兴步伐；以“生态文

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为战略引擎，通过整合红色历史、绿色生态、乡土民俗、文化遗产等资源要素，

实现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文创旅游等联动融合开发，加快推进张家界、湘西、怀化、郴州、永州、邵阳等革命老区

绿色转型发展进程，构筑“红-绿-古-新”多元旅游产品共生开发格局，着力打造“美丽老区”;进一步创新探索红色村落保护

性补偿机制，对因保护红色村落而使相关者的社会经济发展利益造成的流失进行补偿，加大对湘西北革命老区、湖南“红三角”

旅游区、雪峰山抗战遗址群、湘赣鄂边区、湘南地区、长征沿线等革命老区现存文物遗址、纪念设施等保护修缮与补偿力度，抢

救影响力大、损毁严重的重要革命遗址，开展全省红色村落名录调查和等级认定，完善红色村落保护性立法，推进我国红色村落

保护开发制度化与法治化进程。 

综上所述，本文以湖南省为研究单元，基于公路交通基础数据，对全省红色村落可达性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究，事实上，区域

交通网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由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多种交通方式有机结合的综合性网络体系，同时，区域可达

性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本文将湖南省视作一个封闭区域，忽略了跨区域交通网络体系对红色村落可达性的影响，同时文章仅选取

“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四大公路等级体系开展研究，而未将乡道、村道等纳入考虑，这也将会使得研究结果与现实状

况存在一定偏差。由此，针对上述不足与缺陷，今后将在研究尺度选择、交通数据获取、研究方法应用以及可达性影响机理分析

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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